
2022年12月，铜锣湾一个户外屏幕显示白色过度曝光的画面。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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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

2022最“危险”的香港电影们：当自我审查与怪兽隐喻，都拿不到“准映
证”

“做到这程度，他们无权说我们在影射什么，只能说这些是他们的想像。”

2022年终专题 风物 深度 我要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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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他杀’变‘自杀’已经够荒谬，但原来这个地方更荒谬的都

有。”——探员Max

Max是香港短片《Time, and time again》中的角色，黑白影像里，他一边说出这句话，一边吸入尼古

丁，呼出一片薄雾。这荒谬也是导演王彦博在2022年切身体会到的。影片获香港鲜浪潮短片竞赛“特别表

扬”奖项，讲述探员调查失踪少女“燕琳”（英文名Christy）。角色姓名与2019年社会运动中轰动一时的人

物陈彦霖（Christy Chan Yin Lam）高度相似。香港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下称电影报刊办）

对该片拒绝发出“核准证明书”（下称准映证），而依据香港《电影检查条例》规定，影片因此不能在戏院

等任何地方公开放映。

另一部短片《与乱世共舞》也同样不顺利。据导演郭颂仪介绍，影片本已于2021年3月通过审检获得准映

证，也在一些场所公开放映过；惟九个月后，当影片要再次公映而再度送检，电影报刊办却要求删减两幕

英文字句 “The government use restrictions to clamp down on protesters”、  “resist unjust

rules”。这等于变相收回先前发出的准映证，导演最终决定一刀不剪，取消放映。“现实的生活很压抑，至

少我在自己的电影世界里可以抗衡”，这是郭颂仪紧守的底线。


自港英政府于1980年代末更新电影分级制，1995年正式取消《电影检查条例》内的“破坏本港与其他地区

间的友好关系”条文，停止政治审查，此状况一直持续至港区国安法开始实施的2020年。2021年，香港出

现多起政府机构要求电影删减内容、拒发准映证致放映取消的事件，涉事作品由初起直接是2019反修例运

动的纪录片，到被认为牵涉社会运动与相关政治立场的剧情短片。

而2021年11月5日，《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下称《条例》）及《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

引》（下称《指引》）正式刊宪生效，香港电影评审过程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因素。自那时而今，整整一年

又过去，坊间流传香港已经进入“禁片年代”， 但同时香港电影在疫后却展现被称为“小阳春”的商业票房佳

绩，也有评论人认为港产片正经历“大转型”，而到底香港电影在这条例变更后的一整年里，状况如何？对

影片的审查比起2021年，有什么“新”变化？而新一轮审查，可会最终影响到香港电影工业各环节，加入产

业板块连动，并最终影响到港产片面貌与观众利益？

“我始终相信今天被禁的东西，有朝一日全部都会解放，但万一我们现在不

够姜（没胆），后人就没有东西看了。我们不甘这段历史是空白的。”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9%99%B3%E5%BD%A5%E9%9C%96%E6%AD%BB%E4%BA%A1%E4%BA%8B%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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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鼠》两位导演谭善扬和胡天朗。摄：林振东/端传媒

Part A：被审查的人 
 隐喻与自我审查：可行吗？ 


与文章开头《Time, and Time Again》出现在同一条新闻的，是另一部作品《群鼠》。两部影片原本都

于2022年鲜浪潮国际短片节放映，但直到放映前两日，6月17日晨，鲜浪潮突然在FB专页发文，称两部作

品一直未能获发政府电影报刊办的准映证，宣布取消其后放映。《群鼠》两位导演谭善扬和胡天朗，也收

到鲜浪潮职员的电话通知，称作品“暂时不能上映”，又指电影报刊办需“逐格看”检查作品。香港电影业界

过去来讲，通常是作品放映前一段时间已批准映证，鲜有这般拖至放映前两日才获知结果，且此次短片节

同批送审影片均早于十几天前已过检。

“我很惊讶，竟然连我哋都濑嘢（竟然连我们也会惹上麻烦）”，谭善扬说。他与另一导演胡天朗自小学已

是玩伴，长大后一起入读香港演艺学院共同主修编剧。为参与今次“鲜浪潮”短片竞赛，二人共同创作了

《群鼠》，讲述在学校本属“管治阶级”的一名风纪队长，与其他风纪表面上维持学校秩序，暗地却在校内

卖大麻，又欺压不愿顺从的同学。短片呈现了一个单由有权力、够霸道的人便能说了算的腐朽世界，灵感

来自秘鲁作家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成名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


“打从心底，我们从来不相信会不能上映。”能这样讲，是因二人自认整个创作过程，已经因应香港的“新”

现实而提前充满了各种“自我审查”。“我们想表达的是那种层压式管治或风纪的腐败；但无论如何，这故事



只发生在学校内部，没有踏出学校一步，不会去说任何社会上真实发生过的事。”

“做到这程度，他们无权说我们在影射什么，只能说这些是他们的想像。”

《群鼠》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作品充满隐喻，而他们正是希望以此来实验这种方法可以“去到几尽（去到什么程度）”。“我们并不是想直

接一巴掌打过去，但还是想撩一撩（擦一擦边）。做到这程度，他们（电影报刊办）无权说我们在影射什

么，只能说这些是他们的想像”。


自我审查不只在剧情，租借拍摄场地时为不引起麻烦，他们主动向申请学校提交了一份只交待情节的简单

剧本。谭善扬说，“其实无人要求的，可能这也是我们自我审查的一部分”。


《群鼠》引起讨论的情节或有两处，一幕是风纪队长烟仔和副队长讨论生涯规划，副队长说“我读‘毅进’，

所有科加起来合格就行啦！”毅进文凭是港人考入警察等纪律部队的基本资格，坊间一直以“毅进仔”来揶揄

警务人员学历低，但这句对白在创作者看来只是一句常见的香港人认知，并无严重嘲讽警务人员之意，胡

天朗坦言：“我们当然有反复思量这句对白，所以剧本没有一稿是删减这句话。”


另一幕是被风纪欺凌的同学在走廊跳楼身亡，其他同学举办悼念晚会，地上微光蜡烛，令不少观众联想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85%E9%80%B2%E6%96%87%E6%86%91


是 欺 楼 其 会 微 令 少 众联 到

创作团队是否在影射反修例期间堕楼重伤不治的周梓乐。谭善扬和胡天朗澄清绝无此意图，当时他们曾与

美术组商议这个场景该如何照明，最后选择用蜡烛，只因美术组觉得画面好看，“不是我们懦弱不敢承认；

而是无可否认（观众有）一些集体潜意识、社会记忆，然后就导致某些情节最后可以被对应到现实中去。”


戏剧性转折出现在宣布取消放映的同日傍晚，电影报刊办突然通知《群鼠》成功过检，被评为第III级，即

只准18岁或以上人士观看。胡天朗提起仍大笑：“当时没想太多，只是疯狂打电话给朋友叫他们不要退

票！”谭善扬则觉得整个审查过程“有点型（有些酷）”， “本来我们做这件事也是想表达2019至2022年在

香港累积的愤怒，我们在创作中没有直接说明所谓何事，但他们（电影报刊办）也觉得我们是在影射某些

事，那证明我们真的成功做到了想要的效果。”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t/%E5%91%A8%E6%A2%93%E6%A8%82%E5%A2%AE%E6%A8%93%E4%BA%8B%E4%BB%B6


《Time, and time again》 导演王彦博。图：受访者提供

超现实剧情：也可无限解读？



超现实剧情：也可无限解读？ 


“这部作品不是《时代革命》、《理大围城》，它放诸四海其实没有什么政

治性。”

戏剧性转折却未降至《Time, and time again》身上。导演王彦博直到电影节落幕也没能等到这张准映

证。“剧本其实是非常抽离、超现实的故事，所以真的无想过会出事。”他讲来十分无奈。


王彦博是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系2018年毕业生，创作风格奇异独特，是学院中的高材生，英文名

Asgard，在同学中流传著“As god”这暱称。有如“神一般”存在的王彦博，第一部作品已在鲜浪潮获“特别

表扬”奖项，却最终还是因电检无缘大银幕。


他对此摸不著头脑，《Time, and time again》公映前，剧本历经鲜浪潮初选审批，完成剪接后提交成

品，也曾在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举行过一次内部试映会。而该影片的DCP放映档案亦是业界知名电影制

作公司协制，整个过程未有人提出疑问。“片中主角扮演者周祉君先生，也是一家知名经理人公司旗下的演

员，商业公司没有对这剧本内容有担忧，要不也不会冒险参演。”


对比仅仅一年前，2021年鲜浪潮短片作品《执屋》曾被电影报刊办要求删改，该办并有提供需删改细项：

包括更改戏名；删减14处敏感内容；须加入“可能构成刑事罪行”之警告。但王彦博在一年后遇见的，却是

不容删改直接拒绝上映：“《执屋》删了某些内容还是能上映，我所面对的却是零选项。其实我可以做删

减，或将名字打格，为何要完全拒绝上映？”


王彦博多番追问下，自电影报刊办的信件得知不容删改的原因：“燕琳这个名未必是最大问题，而是考虑到

整体内容及意图对观众产生的影响，加上该片的电影大纲已广为流传，电影检查员认为短片无法通过简单

的修改以符合标准，因而拒绝上映。”


得悉原因后，他更加不忿。“第一，社会大众根据这50字剧情大纲如何讨论影片，这是导演和创作团队无法

控制的；第二，为何坊间有这么多讨论、媒体相继报导，原因就是电影报刊办拒绝上映，可以说这个讨论

从头到尾、完完全全是他们一手一脚推动的。”



《Time, and Time Again》 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我没有老作（编造）什么事实，剧情是根据当时死因庭的Official

Verdict去写，TVB也有报导，为什么我用谐音的名字就有问题？”

之外，他更引述电影报刊办的信件，指短片情节对照真实事件，有可能让观众呼应2019年对香港政府与警

务人作出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他说，“这部作品不是《时代革命》、《理大围城》，它放诸四海其实没有

什么政治性。例如在中东国家，拍一个女孩穿短袖衣服也可以是禁片，但放回香港其实不是什么一回事。”

他解释，选用失踪少女“燕琳”和记者“君雅”等角色名，是因短片时间很珍贵，名字具标志性更易引起共

鸣。并且王彦博认为“陈彦霖”其名未非禁忌，新闻电台、法庭报告也是公开报导，“我没有老作（编造）什

么事实，剧情是根据当时死因庭的Official Verdict（正式判决）去写，TVB也有报导，为什么我用谐音的

名字就有问题？”他强调“燕琳”这名字只在剧本中出现过三次，要删改并非难事：“只出现三次而已！我大

可以加几个平常遮掩粗口的咇声去掉名字，又或在‘燕琳’出现的地方，加上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龙标，

用简体字写上以下讯息因国家安全被屏蔽，然后两秒内奏国歌⋯⋯”

他认为对这类不太写实（如怪兽等情节）的影片，检查人员仿佛可以对其中元素无限诠译，而且原来公众

讨论、媒体报道的观点，也能“通通入导演数”（通通算在导演的头上）。他重申，“这绝对不是导演创作时

可以预计的，这是电检人员过份解读、诠译的‘蓝色窗帘’。”



《四月的变奏》和《与乱世共舞》的导演郭颂仪。图：受访者提供

创作人新功课：如何与电检打交道 


“创作本应是一件很自由的事，不应让电检的规条限制任何程度上的自

由。”

规定审查电影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因素的《条例》和《指引》于2021年11月生效，电影报刊办回复《端传

媒》查询时指，新法规生效后，电影报刊办共处理约2400部需评级影片，当中有2部不获批准上映。至于

该两部影片名称为何，多少影片因国安考虑被要求删剪、以及多少影片拒绝删剪而不获发准映证，电影报

刊办则称不会就个别影片申请、检片决定或申请人是否撤回申请等作出评论。

“在行内我算电检专家了吧？”这不是王彦博第一次面对电检，他参与的另两部作品《四月的变奏》和《与

乱世共舞》也在检片过程中困难重重。

执导这两部作品的导演郭颂仪亦有感而发：“创作本应是一件很自由的事，不应让电检的规条限制任何程度

上的自由。”《四月的变奏》是香港歌德学院“动态Rolling”计划下的作品，《与乱世共舞》则是香港文学

评论学会资助的计划。郭颂仪指前者是她首部自行到湾仔电影报刊办递交“电影送呈表格”的作品，由筹备

到制作历时三个月，而电检审批也经历了三个月，“在香港做一部电影的时间成本，原来是要把电检计算在



到制作历时三个月，而电检审批也经历了三个月， 在香港做 部电影的时间成本，原来是要把电检计算在

内。”

一部电影从送检到得知结果需时多久？电影报刊办官方网站的服务承诺写明，办事处可在影片呈交后7个工

作天编排检片档期，在电影检查监督接纳影片后的8个工作天内把影片评级决定通知申请人。据报刊办声

称，两项服务在2021年均达接近100%的良好成绩。

但2021年11月《条例》修订后，若影片可能不利国家安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可延长检查员就一部

影片作出决定的时限，每次不多于28天。对此新政策，电影报刊办回复《端传媒》指最近三年，电影报刊

办共处理约5800部待评级影片，所有影片在提交所需文件并按法例获正式接纳后，检查员均可按时完成。

当中绝大部分的电影均在14天内作出检片决定，只有约0.3%的影片因个别情况须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

长延长有关的决定时限。

而原来各自经历漫长天数受检的《群鼠》、《Time, and Time Again》与《四月的变奏》就是那些少数

例子？除了等，还是等，郭颂仪在等待中得到的电影报刊办职员回复总是“疫情审批需时”，“但比我迟交一

个月的短片两星期就获批了，根本和疫情没关系”。有资深电影策展人提醒郭颂仪可以定时打电话到电影报

刊办，著她要多问一些细节，尝试“套口风”，在与职员对谈时，留意其语气、用字，尽量获得更多资讯。

“我已经是用rule，而不是law，一个再平平无奇不过的字。若硬要连系到

本地街头运动，那是检查人员个人主观推测。”



《四月的变奏》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苦等过程中，郭颂仪“打定输数”，主动检视自己影片的“敏感”部分，特别是女主角在剧中接受电话访问

时，被问及对政府防疫政策、疫苗信任度的看法，女主角回答是全不满意。郭颂仪认为，这漫长可能是缘

于电影检查员认为这个情节或会引起公众对特区政府的不满。

谁知三个月后的结果令人摸不著头脑：《四月的变奏》不但获批准映证，更只被评为第 I 级，即适合任何

年龄人士观看。郭颂仪摇摇头，“能够公映我还是开心，但好像是花了很大力气去做了一件对作品本身没有

太大意义的事。”

至于《与乱世共舞》，即便在ifva独立短片及影像媒体比赛中获“特别表扬奖”，被评审形容为“符号及意象

迷人”、“将抽离的元素置于现实之间，诉说了现今香港纷乱的时代”，但其“命运”如前所述：当已获批准映

证并公映的这部作品，在《电检条例》修订后因需再次公映而再度送检时，却被要求删减字幕“ resist

unjust rules”才能获得准映证。郭颂仪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我已经是用rule，而不是law，一个再平平无

奇不过的字。若硬要连系到本地街头运动，那是检查人员个人主观推测。”郭颂仪感到，如何与这些无关创

作本身、却关乎电影命运的制度打交道，似乎正成为香港年轻电影创作人要去学习的功课。





《赤岛》剧照。网上图片

台湾电影来港也要删 


2021年香港电检相关事件中，曾有一部来参加香港“平地学生电影节”的台湾学生作品《美猪肉圆》，被要

求删除片中有关台湾大选片段才可放映，导演拒绝要求而放映取消。转眼2022年，类似情形却扩展到四套

台湾电影身上。

其中《逃跑的人》和《唬烂三小》都是台湾导演黄信尧执导的纪录片，分别关于移工及兄弟情生命成长，

另一部《隔离丁尼》则由新晋导演林亚佑、吕柏勋、庄翔安的三组短片组成，拍摄演员和剧组人员疫情生

活。三部作品均与政治无直接关系，本拟于在香港熊猫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节与ifva影像无国界电影节

2022三个电影活动中放映，但三部都在放映前被电影报刊办要求删减内容，也都因导演拒绝而取消放映。

据BBC报导，《逃跑的人》脸书专页曾于一则现已删除的贴文透露，香港“当局曾要求修改移工在台湾总统

府前凯达格兰大道的抗争画面”；而港媒香港01亦有翻查《唬烂三小》网络流传影片，部分对白提及“中华

民国”、“国军”、“总统”等，也出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军营等可能有“主权”意味的画面。但创作团队与

影展方均未清晰指出影片中哪些画面被电影片报刊办要求删减。

除此之外 2022鲜浪潮国际短片节中 还有一部台湾短片《赤岛》 也未能在放映前获准映证而取消放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7963/%E5%B9%B3%E5%9C%B0%E5%AD%B8%E7%94%9F%E9%9B%BB%E5%BD%B1%E7%AF%80-%E5%B9%B3%E5%9C%B0%E6%98%A0%E7%A4%BE-%E9%9B%BB%E6%AA%A2%E8%99%95-47963/%E9%9B%BB%E6%AA%A2%E8%99%95%E8%A6%81%E6%B1%82%E5%88%AA%E8%B5%B0%E5%8F%B0%E7%81%A3%E5%A4%A7%E9%81%B8%E8%94%A1%E8%8B%B1%E6%96%87%E7%95%AB%E9%9D%A2-%E5%8F%B0%E5%B0%8E%E6%BC%94%E5%8F%96%E6%B6%88%E9%A6%99%E6%B8%AF%E9%A6%96%E6%98%A0%E3%80%8A%E7%BE%8E%E8%B1%AC%E8%82%89%E5%9C%93%E3%80%8B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3437377&sa=D&source=docs&ust=1672156655538906&usg=AOvVaw1hTj4xGh3GUMVZnEtOqO-4
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4%B8%AD%E5%9C%8B/829924/%E9%9B%BB%E6%AA%A2-%E4%BA%9E%E6%B4%B2%E9%9B%BB%E5%BD%B1%E7%AF%80%E5%8F%B0%E7%89%87-%E5%94%AC%E7%88%9B%E4%B8%89%E5%B0%8F-%E6%8A%BD%E8%B5%B7-%E5%85%A7%E5%9C%B0%E6%9B%BE%E6%92%AD%E6%98%A0b%E7%AB%99%E6%9C%89%E8%B6%B3%E6%9C%AC%E7%89%88


除此之外，2022鲜浪潮国际短片节中，还有 部台湾短片《赤岛》，也未能在放映前获准映证而取消放

映，后来导演亦在网上公开放映，以作抗衡。短片以白色恐怖和政治犯为题材，讲述威权统治下一对祖孙

去探望被捕入狱的政治犯父亲，导演吴季恩接受香港独立媒体访问时坦言，创作是受2019年反修例运动启

发，冀写下台湾被“赤化”的“寓言”故事。

近年两岸关系紧张，也投射于香港电影业内的涟漪。香港影业协会9月向会员发信，指“地缘政治日益紧

张”，吁欲参与金马奖的会员“务须三思，以免殃及池鱼”。香港特首李家超10月在《施政报告》提出，将

资助香港及亚洲团队合拍电影，据悉合资格申请只包括“中国以外的国家”，而不含台湾在内。

而过去一年，即使荷李活大片来到香港也“难逃”电检机制。 据彭博报导，香港电影报刊办禁止于2022年

10月27日举行的一场户外活动中，播放2008年上映的《蝙蝠侠：黑夜之神》，主办单位“The Grounds”

其后回复《明报》指，由于电影报刊办认为电影含暴力内容，程度不适合于户外播放。

萧恒曾于2002至2004年期间，任职影视处电影分部行政主任，负责统筹管理内部运作，对外则联络其他部门、立法会及片商。摄：
林振东/端传媒

“现时，不少年轻导演参加电影节的短片作品也被禁、被剪，这在过往是没

有发生过的。”

https://vimeo.com/722476798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6%96%87%E8%97%9D/%E9%AE%AE%E6%B5%AA%E6%BD%AE%E5%8F%B0%E7%81%A3%E7%9F%AD%E7%89%87%E3%80%8A%E8%B5%A4%E5%B3%B6%E3%80%8B%E6%9C%AA%E9%81%8E%E6%AA%A2%E6%92%A4%E6%94%BE%E6%98%A0-%E4%BB%A5%E7%99%BD%E8%89%B2%E6%81%90%E6%80%96%E5%8F%8A%E6%94%BF%E6%B2%BB%E7%8A%AF%E7%82%BA%E9%A1%8C-%E5%B0%8E%E6%BC%94%E7%A8%B1%E5%8F%97%E9%A6%99%E6%B8%AF%E5%95%9F%E7%99%BC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20914/s00001/1663092284447/%E5%BD%B1%E5%8D%94-%E9%87%91%E9%A6%AC%E7%8D%8E%E6%94%BF%E6%B2%BB%E5%8C%96-%E7%B1%B2%E5%8F%83%E8%88%87%E4%B8%89%E6%80%9D-%E6%9C%83%E6%96%B9%E7%A8%B1%E5%85%8D%E6%90%8D%E6%9C%83%E5%93%A1%E7%94%9F%E6%84%8F-%E7%94%B0%E5%95%9F%E6%96%87%E6%86%82%E6%80%9D%E7%B6%AD%E5%BB%B6%E4%BC%B8%E7%A4%99%E5%8F%B0%E6%B8%AF%E5%90%88%E4%BD%9C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10-21/hong-kong-cancels-screening-of-batman-film-shot-in-the-city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21021/s00001/1666342251555/%E3%80%8A%E8%9D%99%E8%9D%A0%E4%BF%A0-%E9%BB%91%E5%A4%9C%E4%B9%8B%E7%A5%9E%E3%80%8B%E8%A2%AB%E7%A6%81%E6%94%BE%E6%98%A0-%E4%B8%BB%E8%BE%A6%E5%96%AE%E4%BD%8D%E5%BC%95%E6%94%BF%E5%BA%9C%E6%8C%87%E9%9B%BB%E5%BD%B1%E6%9A%B4%E5%8A%9B%E7%A8%8B%E5%BA%A6%E4%B8%8D%E9%81%A9%E5%90%88%E6%88%B6%E5%A4%96%E6%92%AD%E6%94%BE


有发生过的

Part B 谁来审查？ 
 审查是怎样进行的？ 


一部香港电影，可以上映，抑或彻底无缘观众，会是哪种命运均取决于香港电影报刊办核准颁发的这张准

映证——“核准证明书”，而这张准映证究竟如何批出？经何人之手？历经怎样的程序？决定电影命运、要

求创作者修删内容的，又是怎样的机构？

香港电影报刊办是于2012年成立的监管机构。相较中国大陆，其电影管理职责在2018年前是由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执行，2018年后直接划入中央宣传部所管；香港的电影报刊办（及其前身）却一直是隶属于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专门负责管理有关电影评级、管制淫亵及不雅物品和报刊注册事宜。

而在电影报刊办成立前，港产影片事宜均由1972年成立的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影视处）管理。受访者

萧恒曾于2002至2004年期间，任职影视处电影分部行政主任，负责统筹管理内部运作，对外则联络其他

部门、立法会及片商。他笑言自己的工作如同“管家”，也因工作缘故，他对“电影检查”的架构非常熟悉。

https://www.ofnaa.gov.hk/tc/home/index.html


以萧恒所知，不论以前的影视处还是现在的电影报刊办，多年来都有6位娱乐事务管理主任担当“电影检查

员”（90年代香港电影全盛时期曾有多至10位），他们决定了一部香港电影应否被批准上映、是否需要删

减，以及所应评定的电影级别。

一旦遇上大型电影节，电影检查员们的工作量必然大增，6位主任可能无法在限期内处理完审片工作。萧恒

指，过往做法是会从影视处其他组别“借将”，政府现有40名娱乐事务管理主任，组成“电影检查员小组”，

每隔数年轮流调至电影科工作，法例上亦赋予他们担任“电影检查员”的权限。

除了电影检查员的决定权，衡量一部影片是否适宜公映和评定级别时，亦会考虑公众人士意见。电影报刊

办根据《电影检查条例》第6条设立了一个“电影审查顾问小组”。电影报刊办在12月回复《端传媒》时，

指现时电影检查顾问小组有约300名成员（名单）。据悉来自香港社会各阶层，任何年满18岁及中英文流

利的公众人士均可申请成为小组成员，义务参与，每两个星期需出席一次检片时段，观影后就影片所属级

别向检查员提供个人意见，检查员在给影片评级时便会参考。

萧恒坦言 “绝大部份情况 电影检查员会与几位电影检查顾问小组一起检片 每场应该有八九位 但这不

https://www.info.gov.hk/cml/tc/cbc/a160.htm
https://www.info.gov.hk/cml/tc/cbc/a160.htm
https://www.ofnaa.gov.hk/filemanager/ofnaa/en/content_1409/Leaflet4.pdf


萧恒坦言， 绝大部份情况，电影检查员会与几位电影检查顾问小组 起检片，每场应该有八九位，但这不

是一个must（绝对），检查员亦可独自看片再评级。”电影报刊办则回复《端传媒》指电影检查顾问的意

见会供检查员“参考”，让检查员决定影片是否适宜上映及如何分级。

“电影检查监督”（由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专员/通讯事务总监出任）也有权不时委任适当人士为电影检查

顾问小组成员，对此萧恒强调自己只能够“话当年”，“以我所知，处方是没有主动去找人加入这个小组，所

有人都是自行报名。当年的审批准则是根据香港当时人口结构，包括男女比例、年龄比例，尽量做到小组

中的300人是香港人口的一个缩影。”



萧恒曾于2002至2004年期间，任职影视处电影分部行政主任，负责统筹管理内部运作，对外则联络其他部门、立法会及片商。摄：
林振东/端传媒

“国家安全”这条线怎么划？ 


“添了国家安全考虑，会引发很多个人政治判断，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条审

查线应该是一致的，例如不可因为是主旋律电影就让它上映。其实他们自己

定的尺并非一把真正的尺，但目的就是想阻吓一些有意投资这类电影的

人。”

两年前，Carl（化名）被邀请加入电影审查顾问小组，两年以来他一共参与过20多部电影的评级，包括商

业电影、纪录片，也有一些电影节选片。Carl告诉我们，每年电影报刊办都会为新委任的电影审查顾问安

排简介会：“简介会上会介绍电影评级的做法，举一些例子，例如出现哪种程度的裸露镜头或性行为画面，

就会被列为三级或四级等。 简单而言，就是给电影审查顾问讲述每一条‘线’。”

“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保护青少年，我们代表大众来判断是否能够接受，如不能接受就是三级。

若有极端暴力色情的情节，电影便不能上映。”Carl 说，这条审查“线”本来清晰可见。

每次电影评级，都会视乎电影性质和放映场次多寡而有人数不等的顾问参与。顾问看完电影，随行的电影

检查员就会向顾问提供影片中某些画面出现的次数和程度，“譬如多少句粗口，多少场裸露镜头，多少性爱

镜头，有多少暴力镜头等”，再由顾问小组成员即场讨论，并提交评级纸（评级单）。“讨论后，大家会以

投票决定某部电影的具体评级。据我的个人经验，以我参与评级后收到的电影报刊办纪录票数分布电邮回

信来看，顾问小组的决定都没有被检查员推翻过。”



除了影片的内容外，萧恒提及检片时也会考虑播放地点的受众数量，有时同一部作品在电影节可以播放完

整版本，但在商业戏院放映时则有可能需要删减，因检查人员会考虑电影节与商业戏院接触的观众层面很

不同。前者是小众，后者是广泛大众。但这种情况现在正发生改变，“现时，不少年轻导演参加电影节的短

片作品也被禁、被剪，这在过往是没有发生过的。”

当加入国家安全考虑的“新指引”和条例落实之后，Carl认为这条清晰可见的“线”便不复在。他去信电检

处，询问会否就新增内容办一次简介会，重新说明评级界线和准则，例如举出“牵涉国家安全的例子到底是

什么”，但电影报刊办以电邮回应不会就此举办简介会。

“添加了国家安全的考虑，会引发很多个人的政治判断，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条（审查）线是应该一致的，

例如不可以因为是主旋律电影就让它上映。其实他们自己定的尺，都不是一把真正的尺，但目的就是想阻

吓一些有意投资这类电影的人”。2022年4月，Carl去信辞掉电影检查顾问的工作，并在辞职信中写到“所

谓‘国家安全’，概念模糊，将电影检查纳入相关考虑，令检片工作变得困难”。

而萧恒认为，就算当局批出准映证，当商业戏院受到政府外其他社会力量压力时，也同样可以取消放映。

正如在2021年3月，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在高先电影院举办学会年度得奖电影巡礼放映，当中《理大围城》

本为年度“最佳影片”，《文汇报》随即刊文批评该片能在戏院上画是“公然煽暴兼吸金”。香港电影评论学

会与高先电影院此后发出公告，称“本片的放映事宜近日受到过度关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取消原

定的放映”。

萧恒眼中，用制度外的方法来阻止作品在公众视野中出现，从而令公众无法知道自己与影片无缘的元凶是

谁，这“令人有一种无孔不入的感觉，谁不让播，谁插了手向戏院施压， 我们也不知。”他解释道，这件事

比电检禁播是还要严重，传媒也无法追查，禁令是从何而来。

萧恒眼中，用制度外方法来阻止作品在公众视野中出现，从而令公众无法知

道自己与影片无缘的元凶是谁，这“令人有一种无孔不入的感觉，谁不让

播，谁插了手向戏院施压， 我们也不知。”

https://www.wenweipo.com/s/202103/11/AP60496a63e4b04e1918cac8ef.html


一部被禁止在香港上映的电影在天台上播放。摄：林振东/端传媒

Part C 蝴蝶效应：其他角色 
 艺术行政：三方沟通之磨心 


“有时候策展人未必明白创作者在想什么，创作者也不明白策展人考虑了什

么。一旦其中一方失衡，导演就会觉得策展方为什么要退得这么后。”

近年的条例和指引修订，除引致一些创作者和检查员双方均无所适从，也无声无息影响著电影行政人员。

从事多年艺术行政人员的Dora（化名）多次负责筹备影展，曾数度面临因电检处要求删减电影片段而导致

作品被逼在影展中下架的状况。Dora 肩负与导演、电影报刊办和观众三方沟通的工作，成为此类情形中的

“磨心”。

她举例来讲，去年一部外地短片作品在港不获发准映证，创作团队率先在影展官方平台公布消息前，于社

交媒体公开了电影报刊办要求删减的片段内容，引来媒体争相报导，一时间影展在社交媒体上的官方帐

号、电邮收件匣都被“塞爆”。Dora说，“一般公众看到的只是导演的勇敢，但其实艺术行政人员和影展本

身所肩负的事，并没这么简单。”

她说，策展方事实上需承担可见的法律风险，因电影报刊办的电邮信件会明文写有“保密”字眼。她因此不

时会善意提醒导演们，可以转述信中内容，但不要直接以原文呈现，“因为（这样一来）有麻烦的不是导

演，而是影展的主办方。”这场角力，好不容易。



其实同样被“磨”的还有导演。有短片导演匿名表示，在一次2022本地影片竞赛中，有主创团队因不愿删减

片段而不获批准映证，影展主办单位的职员随即试图说服导演不要公开情况，只是把影片放映资料直接从

竞赛网站悄悄下架，并在网页下方新增小字注脚，宣布该片放映取消。

主办单位职员向导演透露，管理层其实不断向员工施压， 令他们在处理对外资讯时都非常谨慎，而导演本

人对此感到无所适从，自己“一方面不想影响主办单位，一方面又觉得公众有知情权——一部电影不可能无

声消失”。

这位短片导演面对的并非个别影展单一情形。香港每年举办大小影展、电影节、电影比赛无数，据香港艺

术界年度调查，即使在疫情严重期间，2020-2021年度香港也举办了188个电影节，650个专题与个别放

映活动。这些活动中来自世界各地及香港本地的大小制作，共同构成了香港电影在地场景与业界生态。而

当下，因应审查条例修订而引发的无声角力，牵涉各方角色参与，正在这场景与生态中悄然发生。

2022年10月尾，ifva 的“影像无国界电影节2022”中，台湾纪录片《逃跑的人》被电影报刊办要求删减某

些片段才能放映。影片FB专页于10月25日转发ifva宣传放映的官方贴文，透露删减片段与在台湾总统府凯

道前抗争场面有关，不符香港放映许可要求，导演曾文珍决定不作放映。惟此帖转发的ifva帖文于翌日却

遭删除，ifva“影像无国界”FB专页在10月26日才发布取消放映通知，但并未列出电检要求取消放映的原

因。

“有时候策展人未必明白创作者在想什么，创作者也不明白策展人考虑了什么。一旦其中一方失衡，导演就

会觉得你（策展方）为什么要退得这么后。”Dora 解释，在香港举办文化活动需长期依赖官方资助，一旦

影展太高调，后期要向香港艺术发展局等资助机构报销开支时，便可能经历被拖延的漫长行政程序；而影

展机构需大量资源营运，若开支报销被拖延，便可能失去现金周转而面临营运困难。

出于这些原因，Dora的做法是尽量低调，“导演向公众、传媒说什么，我们不会干预；但在影展角度，我

们只会公布取消放映的事实，一律不会在官方帐号中转发任何带有情感、推测成分的报导。”

https://www.hkadc.org.hk/research/%E8%97%9D%E8%A1%93%E7%95%8C%E5%B9%B4%E5%BA%A6%E8%AA%BF%E6%9F%A5%E7%B5%90%E6%9E%9C%E7%B0%A1%E5%A0%B1-2020-21%E9%9B%BB%E5%BD%B1%E8%97%9D%E8%A1%93_2539


《群鼠》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2022新事物：资助方法例工作坊 


课程中职员认真列举了不少犯法实例，如唐英杰案，“在一辆电单车（摩托

车/机车）后方，举了一支黑旗，这画面是不行的。职员甚至有把‘光复香

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打在简报上。”

Dora口中的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是政府指定全方位发展香港艺术的法定机构，向来资助不少独立

艺术发展项目、独立艺术团体以及创作者个人计划，二十多年来（1995-）对香港各领域艺术生态影响至

深。2022年6月，《明报》报导艺发局已修改2022年度资助条款，受资助者若因其行为，直接或间接对艺

发局资产或声誉“造成损害或不利影响，将被视作违约”；此外已获资金资助的艺术工作者（包括电影创作

者）都被要求“加签”同样条款合约。

这意味著获艺发局资助的艺术团体如在任何方面（包括现行法例下被确定为鼓吹港独、或推翻政府意图）

违反合约，艺发局都可以暂缓、调整及停止对其的资助。而于此同时，还有一件“新”事：受资助者还要额

外参加一个“香港法例工作坊”。

Dora和一位匿名导演分别参与过这个工作坊。 导演忆述“当时的职员有详细阐述《港区国安法》是怎样一

回事，还会引用早前先例，明言哪些标语、口号不可以出现在受艺发局资助计划的作品中。”他续指课程中

职员很认真地列举了不少犯法事件实例，如唐英杰案，“在一辆电单车（摩托车/机车）后方，举了一支黑

旗，这个画面是不行的。职员甚至有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打在简报上。”

对于Dora和创作者口中的“香港法例工作坊”，艺发局回复《端传媒》指，艺发局自2021年6月起邀请法律

界人士定期举办有关香港法例的工作坊，内容涵盖版权条例、国安法及雇佣条例等，向获资助者及团体负

责人等讲解相关香港法例。截至2022年11月已举办20次工作坊，参与人数超过1,000人。当中并无因获

资助者没有出席 或未派负责人出席艺发局举办有关香港法例的工作坊 而被艺发局拒绝其资助申请 亦

https://news.mingpao.com/pns/%E6%B8%AF%E8%81%9E/article/20220618/s00002/1655489365374/%E8%97%9D%E8%A1%93%E8%B3%87%E5%8A%A9%E5%8A%A0%E6%A2%9D%E6%AC%BE-%E6%90%8D%E8%97%9D%E7%99%BC%E5%B1%80%E8%81%B2%E8%AD%BD%E7%95%B6%E9%81%95%E7%B4%84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730-whatsnews-leon-tong-first-national-security-case/


资助者没有出席、或未派负责人出席艺发局举办有关香港法例的工作坊，而被艺发局拒绝其资助申请，亦

无个案是因获资助者拒绝签署附加条款，而被要求收回申请。

《Time, and Time Again》 拍摄现场。图：受访者提供

“做创作的人都知道，一切往往永远由独立电影开始。” 


Part D：出路？ 
 商业片又如何？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研究电影审查多年。他留意到近年受审查影响的并非大众可见的商业

片，而是大多属于“独立制作”短片或 “竞赛电影”：“这些作品题材比较大胆，或涉及内容较敏感，因创作

者在拍摄成本上没有太多考虑；但（商业片）涉及商业投资，就没有理由去冒险。”

他解释大家会有一种进入“禁片年代”的观感不无道理。“1980年代香港比较多商业电影，即便有独立短片

也不会想到要去戏院上映。但现时独立电影和纪录片数量增多了，很多年轻人自己拍片，所以大家感觉一

定是情况严峻了 ”



定是情况严峻了。

这感觉也与观众和电影人身处年代有关：“80年代没社会大事发生，不是杀到埋身（身边），（香港坊间）

依然歌舞升平。但这几年的社会事件，大家都不易遗忘。即使社会重新变得和平，不代表有人不想再有以

录像或电影的方式重新记忆，这影响对大家来说会更加恒久。”

所以，虽然独立电影的世界“好gloomy（愁云惨雾）”，但港产片商业世界这边，又有“另外一套玩法”，吴

国坤眼见情形如此。而独立电影表达与制作遭遇的审查与受挫，对整体“香港电影”来说是否无甚干系？

文化评论人李照兴认为，虽然独立电影或短片被审查确实对香港电影商业市场来说影响有限，“但做创作的

人也都知道，一切往往永远由独立电影开始。独立电影‘低成本，冇王管’，从不设限的作品去发出一些提

问，去带领时代提出一些讨论的声音，甚至是风格上的突破、实验——所有这些，对‘商业’来说可能不重

要，但对于‘创意’来说，是极之重要。”

《与乱世共舞》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商业与独立之间：健康文艺片杀出血路？ 




大陆近年，“很多片拍了，但放映不了。审查更加严厉，例如在剧本初步审

查阶段，剧本要相对完整，若拍摄期间有大幅修改，就需要重新申请审查。

政策明显只是容许‘向上’、正能量的电影，说白一点其实就是主旋律电

影。”

吴国坤还有另一种发现，在传统港产商业片及独立短片之间，近年来还有一种有深度的“健康文艺片”在香

港蔚然成风，包含家庭、伦理、爱情、社会变化等题材。李照兴认为，这是香港电影从与大陆的合拍片市

场，转为发展本土电影的一次“大转型”之初阶段。李照兴认为，这转型牵涉著一些被动的因素。

一方面是大陆电影自2018年电影管理职责直接被划入中宣部，以更好发挥“电影在宣传思想和文化娱乐方

面的特殊重要作用”。此后及今数年，他接触过不少大陆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大陆电影业逐年走入灾难：

“很多片拍了，但放映不了。审查更加严厉，例如在剧本初步审查阶段，剧本要相对完整，若拍摄期间有大

幅修改，就需要重新申请审查。政策明显只是容许‘向上’、正能量的电影，说白一点其实就是主旋律电

影。”

这亦可见在如大陆的情境中，并非只有独立制作被审查盯上而商业片就同时可有另一套玩法，而是当思想

审查进一步收紧，连非主旋律的商业片亦可遭受行业性重挫。

而另一方面，大陆政策的收紧也影响了香港电影长久依赖的“合拍片”市场。“对香港电影人来说，大陆合拍

片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太多，是真不知道在拍的作品是否符合政府标准，也不知掉拍完后能否拿到龙标。这

倒成为近期香港有本土味道的小成本写实制作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原因，亦即现在香港电影人开始知道合

拍片的市场不再可行，转而专攻香港本地市场。”

李照兴补充，除此之外，香港创作人也在主动推进这些转型。“最大因素是源于电影行业内部制作人的思

维，电影人会主动想拍一些现实题材制作，故事源于自己体会最深刻的题材、反映时代精神的，而也是低

成本的。例如拍所谓家庭伦理的戏，其实可能是一个屋企（家庭）景或一个街道景，已可处理好。”

“这倒成为近期香港有本土味道的小成本写实制作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原

因，亦即现在香港电影人开始知道合拍片的市场不再可行，转而专攻香港本

地市场。”



《窄路微尘》导演林森。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仍未“陆沉” 


“在香港的创作空间会愈收愈窄，接下来的十年，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健康文艺片会是新行规则框架下，港产片的一种出路吗？香港新一代导演林森也是从独立短片，走向商业

长片。过去的作品《人在皇后》（2007)、《晖仔》(2011)、《绿洲》》（2012），再到《少年》

（2021）都与时代背景和社会议题息息相关。如今正在上映的《窄路微尘》讲述香港疫情初袭，小型清洁

公司老板与单亲妈妈的故事。虽是商业长片，也是受2017年末、2018年初深水埗海丽邨清洁工罢工事件

所启发，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及街头人的故事，也可见与独立短片之脉络相承， 早前获金马奖三项提名、最

终一项获奖。从独立短片到商业长片，他如何看待政治审查之于香港电影的创作空间？

《窄路微尘》中戴上口罩的人们、被围封的公园、倒闭的健身室等，都是防疫政策下的香港社会光景，林

森坦言在故事中加入不少个人亲身感受和情节。“电影有展示一些防疫政策带来的影响，但是没有担心触碰

到所谓‘敏感’话题。 政策如此，人们也就如此生活，电影只是描写现实。”他说电影中被删走的一场是讲述

角色因限聚令被警员检控，但那是出于故事的流畅度与节奏考虑。



他认为一直可以在变化的时空中调整创作方向，保持初心不变。“作为一个创作者，不要太多顾忌，先说好

故事。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如果太多猜测也会限制创作，我个人就是做咗出嚟先（先做出来再

说）。”他认为，当时代越荒谬，就会刺激越多题材出现在创作领域：“作品如何在这么多限制下可以发放

出来，是视乎大家的‘转数’（脑筋灵活），但是我相信香港创作人很精明。”

前文讲述的几位过去一年中受电检影响的创作人又如何？《Time and Time again》导演王彦博大学时期

曾到德国做交换生，也参与过欧洲的电影制作。在香港完成作品后，他已身处德国，正重新学习另一种语

言，在另一个国度探索电影工业的可能性。他认为人在异地，面对的难题不是如何挑战电检，或在红线处

处下寻找出路，而是当自己没有了日常生活的压迫为创作灵感时，该如何继续创作呢？如何让非香港的观

众理解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呢？

回过头来看香港，他觉得“毫无疑问，在香港的创作空间会愈收愈窄，接下来的十年、十五年，香港语言与

文化面貌会如何变迁，那时候还有没有我们认知中的‘香港电影’，还是未知之数。因此接下来的十年，是我

们唯一的机会。”虽然展望未来是悲观的，无论身在何方，王彦博认为影像是被纪录下来，就是永恒，他强

调“现在的香港不是新疆，还没陆沉，所以我们还是值得继续拍。”

短片《与乱世共舞》、《四月的变奏》的郭颂仪现时亦旅居德国，参与一部外国导演的长片制作，还有在

当地筹办香港电影的放映活动，问及会回港还是会留在德国继续发展时，她说：“有时我想去哪里拍片，未

必是一个二元的想法，同时亦会考虑审查制度。”郭颂仪指自己的的作品很难与社会完全割裂，如果将来有

机会去做一条更大投资的片，但就因为一些很暧昧的字句，或表达方式而无法公映，她笑言，“那就会浪费

心血之余，还会赔很多钱。”

“作为一个创作者，不要太多顾忌，先说好故事。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

里，如果太多猜测也会限制创作，我个人就是做咗出嚟先（先做出来再

说）。”



《群鼠》两位导演胡天朗和谭善扬。摄：林振东/端传媒

然而，《群鼠》的导演胡天朗和谭善扬选择留港投入本地的电影制作。谭善扬认为，“电检这把刀，看你怎

样看。安定繁荣是最没有故事可以说的，我始终相信今天被禁的东西，有朝一日全部都会解放，但万一我

们现在不够姜（没胆子）的话，后人就没有东西看了，我们不甘这段历史是空白的。”

来到访谈尾声，胡天朗反问记者，“老实说，你觉得香港电影的问题，真的只有电检吗？”他认为以前辉煌

年代的香港电影，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老掉牙的毛病，为观众服务、为票房服务，“电检这个问题，只不过是

将香港电影放在枱面上重新讨论罢了”。

这样的讨论中，大众对本土电影多了关注，而这正意味著作为创作者，要更能在狭缝里找到继续在香港拍

电影的方法，“好比以前波兰的电影，也不是直接批评政府所做的事，当一些异见放在家庭关系、爱情关系

里包装，观众会感受到导演有话要说，我们的思想、角度同样会被看到。而这样才是真真正正，可以令香

港电影走向不同面向的重点。”


